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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碳达峰” 和 “碳中和” 的背景下如何利用环境规制实现低碳和经

济发展两手抓是我国当下面临的重大课题。 文章利用 2002—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数据, 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 运用渐进

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城市低碳治理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 城市低碳治理有利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 且该结果通过了平行

趋势、 PSM-DID、 安慰剂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低碳治理对于非国有企业、 非加工

贸易企业、 港口城市企业和污染型行业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有更强的提升作用;
机制检验表明, 低碳治理能通过改变城市初始不利的能源利用效率、 提升研发创新水

平和优化地区资源配置的渠道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 以上结论能为我国

在 “双碳” 规制下实现绿色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提供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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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前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突出, 加快形成绿色发展和低碳排放的生活方式是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世界各国都应着力迈出绿色低碳转型的决定性步伐。 党的十九

大报告将污染防治列为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2020 年 9 月 22 日,
习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 “碳达峰” “碳中

和” 的行动目标, 即 “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 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① 所以,
如何通过低碳治理实现绿色可持续性发展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 2009 年 11 月

国务院提出控制温室气体行动目标后,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先后在 2010 年、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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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017 年发布了三批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 力求在发展经济、 改善

民生的同时, 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消费模式和产业体系。 因此, 低碳试点的设立

能否助力绿色发展与经济增长双赢局面的形成是评估城市低碳治理效果的重要考察

依据。
同时, 在全球价值链 (Global

 

Value
 

Chain, GVC) 生产体系下, 各国根据其各

自比较优势的不同负责价值链的不同生产环节, 中间产品通过增加值累积的方式在

不同国家间进行流转直至被生产成为最终品, 这使得一国的出口产品中包含了较多

的国外增加值, 所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 Domestic
 

Value-added
 

Rate, DVAR) 而

非贸易总量被认为更能衡量经济体在价值链分工中的真实贸易利得和国际分工地

位。 那么, 在 “碳达峰” 和 “碳中和” 的国内大环境下, 城市低碳治理如何影响

出口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 低碳治理会阻碍还是会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

升? 低碳治理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路径是怎样的? 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 有

利于我们加深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因素的了解和把握, 以及对低碳城市试点政

策效果进行考察, 并为我们探究如何通过低碳治理兼顾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可靠建议。

一、 文献综述

已有许多学者就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是否能兼顾的问题展开研究, 多数学者认

为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 排污收费、 碳排放交易政策、 环境技术标

准、 雾霾治理等环境规制能对企业绿色创新发挥 “倒逼” 作用 (李青原和肖泽华,
2020) [1] , 在适当的 “减碳” 规制下, 创新促进效应会超过成本增加效应, 企业创

新数量和创新质量都能得以提升 ( Milani, 2017) [2] , 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短期价值

(沈洪涛和黄楠, 2019) [3] , 并能进一步通过产业结构改善和生产效率提升等路径

推动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 (Cui
 

et
 

al. , 2018) [4] , 从而实现污染减排和效率提升的

“双赢” (Ning
 

et
 

al. , 2020) [5] ; 就我国情况而言, 邬彩霞 (2021) [6] 通过构建低

碳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度模型发现, 中国的低碳治理能同时促进经济发展, 中国现阶

段的环境治理能促进绿色技术进步 (马淑琴等, 2019) [7] 。 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
Zhuge

 

等 (2019) [8] 按照专利类别对企业创新质量进行不同等级的划分, 发现中国

的环境规制并不能促进企业创新; 金刚和沈坤荣 (2018) [9] 认为, 污染避难所效

应的存在使得环境规制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还有观点认为二者呈非线性关系, 即

环境规制对当地创新、 工业绿色竞争力、 绿色转型等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 “U” 型

影响 (杜龙政等, 2019) [10] , 但对邻近省份的创新效率呈现倒 “ U” 型联动效应

(董直庆和王辉, 2019) [11] 。 可见, 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而关于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拟自然实验的城市低碳治理的效果, 已有文献进

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得出丰富的结论: 城市低碳治理能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量 (周迪

等, 2019) [12] , 诱发绿色技术创新 (Cheng
 

et
 

al. , 2019) [13] , 推动城市绿色增长 (王
亚飞和陶文清, 2021) [14] ; 田玲和刘春林 (2021) [15] 还发现, 城市低碳治理能促进

同伴城市企业的绿色创新, 并且这种溢出效应要大于对试点城市本身的影响。 但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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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认为, 城市低碳治理会抑制经济效益的产生 (Cheng
 

et
 

al. , 2015) [16] 。 但是, 已

有研究并未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展开对城市低碳治理的考察。
另一类与本文相关的研究是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主要包括指标计算和影响因素

分析。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其进行度量, 在宏观国家层面,
Hummels

 

等 (2001) [17] 将一国出口分解为垂直专业化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VS)
出口和其他出口, 由此基于投入产出表通过计算 VS, 进而得到一国出口的国内附加

值; 进一步地, Koopman
 

等 (2012) [18] 在考虑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区别后改进

计算, 得到出口国外附加值和出口国内附加值; 王直等 (2015) [19] 在此基础上提出

对多个层面总贸易流量的分解方法。 在微观企业层面, Upward
 

等 (2013) [20] 最早提

出了通过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进行匹配计算企业 DVAR 的方法; 张

杰等 (2013) [21] 进一步考虑了贸易代理商、 中间投入品的间接进口等问题, 并对中

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测算进行了优化。 而关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因素,
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如产业集聚 (邵朝对和苏丹妮, 2019) [22] 、 市场分割

(吕越等, 2018) [23] 、 贸易自由化 (毛其淋和许家云, 2019) [24] 等。
学者们在针对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出口附加值升级的研究中并未得出一致结论。

胡浩然 (2021) [25] 和王毅等 (2019) [26] 分别以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和重点城市环境限

期达标为拟自然实验, 研究得出了环境规制能显著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结

论; 而张兵兵和胡榴榴 (2021) [27] 利用城市环境立法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后发现, 环

境规制抑制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 针对以上争论, 本文以我国自 2010 年

开始实行的低碳试点政策为背景, 考察城市低碳治理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包括: 第一, 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拟自然实

验, 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法研究城市低碳治理的实施效果, 有效地缓解了内生性偏误;
第二, 从国际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检验了城市低碳治理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的影响; 第三, 揭示了城市低碳治理通过改善初始不利的能源利用效率、 提升研发创

新水平和优化地区资源配置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的作用机制。

二、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首先, 重构能源体系、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我国实现 “碳达峰” 和 “碳中和”
目标的必经之路, 能源利用效率能有效反映能源消耗水平和利用效果。 低碳试点政

策实施后, 各试点城市发布的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中都涉及到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的工作计划。 城市低碳治理能同时从供给侧与消费端推动我国能源改革, 传统化石

能源使用的减少及可再生新能源的充分利用有利于我国改变能源消费结构、 提升能源

利用效率 (De
 

La
 

Peña
 

et
 

al. , 2022) [28] , 由此可以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 从而更

大程度地保证能源安全, 为我国实现安全可持续和高质量稳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而

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意味着单位能源投入所带来经济效益的增加, 会有效带动企业生产

效率的提升、 边际成本的降低和产品加成率的增长 (Shapiro
 

and
 

Walker, 2018) [29] ,
从而获得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当前我国各地的能源利用效率还处于较低水平,
由于规模报酬递增与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的存在, 长期低能源利用效率造成的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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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 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一个地区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升级 (Jedwab
 

et
 

al. ,
2017) [30] 。 因此, 城市低碳治理有利于打破由于能源利用低效率的循环累积效应造成

的当地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较低的不利局面, 并且城市低碳治理对初始能源利用效

率更低地区的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更大。 据此, 本文提出假说 1。
假说 1: 城市低碳治理通过改变地区不利的初始能源利用效率带动了企业出口

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
其次, 加快低碳技术创新, 推进低碳技术研发、 示范和产业化是低碳试点政策

的重要任务。 低碳治理程度的加强会增加城市为满足治理要求所带来的 “遵循成

本” (韩超等, 2017) [31] 。 为缓解由此造成的附加成本上升和边际收益减少, 各企

业不得不对生产流程和管理方式进行创新, 将城市低碳治理的不利效应转化为与企

业长期发展目标一致的正向效应 ( Derek, 2020) [32] 。 同时, 设立低碳试点的城市

会通过相应的补贴和鼓励性政策等引导企业加大对环保新技术的研究开发, 推广低

碳技术和管理方式, 随之发展的碳封存、 碳节流等尖端技术有利于破除西方国家针

对性的绿色贸易壁垒, 为城市低碳科技产业创造更大的升级空间, 有利于 “走出

去” 与 “引进来” 的协同发展 (徐政等, 2021) [33] 。 创新产出能够对产品价值增

值产生持续动态的正向作用, 有利于降低市场对该产品的需求弹性, 从而提高企业

的价值增加能力和定价能力 (魏悦羚和张洪胜, 2019) [34] 。 对于研发创新水平较差

的城市, 长期形成的 “锁定效应” 会使得该城市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长期处

于低水平状态。 在动态多重均衡条件下, 提升城市创新水平有助于企业实现从低水

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的移动。 所以, 城市低碳治理有利于改变较低的地区创新水平

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不利影响, 并且, 城市低碳治理对初始创新水平更低地

区的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更大。 据此提出假说 2。
假说 2: 城市低碳治理通过提升地区研发创新水平促进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率的提升。
设立低碳试点的城市为保证低碳治理效果会出台一系列针对生产经营行为的管

制政策, 这会增加企业内部污染治理和外部污染防范等附加成本, 一些未能实现低

碳转型的高污染、 高能耗、 高排放和低附加值率的企业会逐渐被市场所淘汰 (Cao
 

et
 

al. , 2016) [35] , 被淘汰企业的生产要素将被释放到更高效率产品的生产中, 这

有利于优化地区要素资源配置 (Elrod
 

and
 

Malik, 2017) [36] 。 Forslid
 

等 (2018) [37]

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会通过产出份额向更清洁、 生产力更高的企业转移, 从而降低了

污染排放。 同时, 低碳试点城市会建设和完善低碳发展的相关配套基础设施, 并通

过政府引导和市场激励机制推动政策的有效落实, 这有利于提高城市经济运行效

率, 降低企业在市场交易活动中的附加成本, 有效避免资源的浪费和错配。 已有研

究发现, 资源错配是中国企业生产率较低的一大原因 ( Syverson, 2011) [38] , 我国

部分地方政府对要素价格进行管制的市场干预行为造成了资源错配程度的加深, 导

致 “生产率悖论” 的存在 (刘竹青和佟家栋, 2017) [39] 。 而资源配置的优化能使

市场更真实地通过要素价格反映需求状况以提高各种要素的使用效率, 实现帕累托

改进, 避免投入资源的浪费, 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并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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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 据此提出假说 3。
假说 3: 城市低碳治理会通过优化地区资源配置的渠道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

值率的提升。

三、 研究设计

(一) 政策背景与双重差分模型设定

2010 年 7 月 19 日, 国家发改委发布了 《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

通知》, 确定首先在 “五省八市” 开展试点工作①; 2012 年 12 月 5 日, 国家发改委发布

了在北京市、 上海市、 海南省、 大兴安岭等地区开展第二批国家低碳试点工作的通

知②。 低碳试点城市的具体任务包括编制低碳发展规划, 制定支持低碳绿色发展的

配套政策, 加快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 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统计和

管理体系, 倡导低碳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等。
本文通过构造由低碳试点城市的企业组成的 “处理组” 和其他非试点城市的

企业组成的 “控制组”, 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分离出试点建设后 “处理组” 企

业和 “控制组”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差异, 以检验城市低碳治理对企业出口

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由于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是分批次开展的, 本文参

考 Beck
 

等 (2010) [40] 和 Roth
 

等 (2022) [41] 的研究, 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进行

实证检验, 设定如下计量回归模型:
dvarit = a0 + a1didit + λX it + γi + εt + υ j + ωd + μitjd (1)

i 、 t 、 j 、 d 分别表示企业、 年份、 城市和行业。 被解释变量 dvarit 表示 i 企业第

t 年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didit 为双重差分估计量, 如果企业 i 所在城市在 t 年是低

碳试点城市, 那么企业 i 在 t 年及之后的年份中 didit = 1, 否则为 0。 所以 did 的估

计系数 a1 表示城市低碳治理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如果 a1 显著为正, 说明

低碳试点的设立有利于试点城市内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 λ 是控制变量的

系数向量, X it 为企业和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合集, γi 、 εt 、 υ j 、 ωd 分别为企业、 年份、
城市和行业固定效应, μitjd 为残差项, 本文在城市层面对标准误进行聚类调整。

(二) 变量解释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dvarit)。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背景

下, 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能从增加值视角反映经济主体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和真实利得。 本文借鉴吕越等 (2018) 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测算方法:

dvar = 1 -
Mp

A + Mo
Am Xo / D + Xo( )[ ]{ }

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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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第一批低碳试点地区包括: 广东、 辽宁、 湖北、 陕西、 云南五省和天津、 重庆、 深圳、 厦门、 杭州、 南昌、
贵阳、 保定八市。

第二批低碳试点地区包括: 北京市、 上海市、 海南省、 石家庄市、 秦皇岛市、 晋城市、 呼伦贝尔市、 吉

林市、 大兴安岭地区、 苏州市、 淮安市、 镇江市、 宁波市、 温州市、 池州市、 南平市、 景德镇市、 赣州市、 青

岛市、 济源市、 武汉市、 广州市、 桂林市、 广元市、 遵义市、 昆明市、 延安市、 金昌市、 乌鲁木齐市。



dvarit 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上标 p 和 o 分别表示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
下标 A 表示考虑贸易代理商调整后的进口。 Mp

A 为企业加工贸易实际进口中间品额,
Mo

Am 为企业一般贸易实际进口中间品额, Xo 为企业一般贸易出口额, D 代表各企业

国内销售额, X 表示企业总出口额。 其中, Mp
A 和 Mo

Am 是利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

(后文中均简称为 “海关数据库” ) 中记录的企业层面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中间品

进口额经间接进口比例调整后计算得到的。
2. 控制变量

模型中 X it 为企业和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合集, 包括: (1) 企业年龄 ( lnage),
用企业当年所处年份减去开业年份加 1 后取对数表示; (2) 企业规模 ( size), 采

用经平减后的企业总资产表示; (3)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lntfp); (4) 企业资金周

转率 ( turnover), 采用产品销售收入与资产总额之比的对数值; (5) 企业所有者权

益比率 ( debt), 采用企业所有者权益与资产总额之比; ( 6) 地区发展水平

(GDP), 用生产总值来表示; (7) 地区开放程度 (open), 用商品和服务出口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 (8) 地区人力资本水平 ( edu), 为地区普通高中与高

等院校在校生总数与地区年末总人口数之比; (9) 地区产业结构 ( inst), 用中高

科技产业工业总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
(三)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后文中均简称为 “中工数据库” ) 和海关数

据库匹配数据计算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再通过地区编码将其与低碳试点

省份和城市进行匹配。 考虑到在 2001 年 12 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WTO) 之后,
我国的国际贸易进入到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由此对国内企业的生产活动、 劳动要素

结构以及全球价值链贸易利得等产生重大影响, 所以本文选取时间跨度为 2002-
2013 年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样本。 各控制变量来自中工数据库、 海关数据库和 《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dvarit 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208
 

550 0. 832 0. 195 0. 259 1. 000

didit 双重差分变量 208
 

550 0. 215 0. 411 0. 000 1. 000

lnageit 企业年龄 208
 

550 2. 293 0. 548 0. 693 4. 190

sizeit 企业规模 208
 

550 10. 943 1. 496 5. 225 18. 812

lntfpit 企业生产率 208
 

550 4. 244 0. 901 -6. 598 10. 693

turnoverit 资金周转率 208
 

550 1. 733 2. 436 0. 006 333. 333

debtit 所有者权益比率 208
 

550 0. 470 0. 287 -19. 137 13. 984

GDP jt 地区发展水平 208
 

550 5. 481 4. 967 0. 032 21. 602

open jt 地区开放程度 197
 

924 0. 234 0. 211 0. 003 0. 871

edu jt 人力资本水平 207
 

758 0. 029 0. 025 0. 001 0. 350

inst jt 产业结构 200
 

503 0. 215 0. 287 0. 001 0.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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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汇报了基准模型 (1) 的实证结果, 每列均控制了企业、 城市、 年份和行
业固定效应, 并采用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其中第 (1) 列仅考虑核心解释
变量 didit 的影响, 结果显示其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城市低碳治

理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第 (2) 列加入各企业层面控制变
量, 第 (3) 列同时加入各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didit 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 说明控

制了众多因素后, 城市低碳治理仍然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 所

以城市低碳治理是高质量绿色发展的驱动力, 有利于我们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双重

效益。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项目
(1) (2) (3)
dvarit dvarit dvarit

didit
0. 0132∗∗∗ 0. 0118∗∗∗ 0. 0106∗∗∗

(0. 0030) (0. 0028) (0. 0035)

lnageit
0. 0148∗∗∗ 0. 0149∗∗∗

(0. 0037) (0. 0040)

sizeit
-0. 0154∗∗∗ -0. 0163∗∗∗

(0. 0013) (0. 0014)

lntfpit
0. 0076∗∗∗ 0. 0080∗∗∗

(0. 0010) (0. 0011)

turnoverit
-0. 0006∗ -0. 0006∗

(0. 0003) (0. 0003)

debtit
0. 0208∗∗∗ 0. 0231∗∗∗

(0. 0028) (0. 0034)

GDP jt
0. 0009

(0. 0008)

open jt
-0. 0471∗∗∗

(0. 0076)

edu jt
0. 1522∗∗∗

(0. 0478)

inst jt
0. 0138∗∗∗

(0. 0035)

常数项
0. 7306∗∗∗ 0. 8304∗∗∗ 0. 8472∗∗∗

(0. 0189) (0. 0242) (0. 0263)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208
 

550 208
 

550 189
 

261

R2 0. 096 0. 100 0. 098
注: 括号内是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 和∗∗∗ 分别表示在 10%、 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下
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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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法的重要前提之一是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施前, 处理

组和控制组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对平

行趋势假设进行检验, 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dvarit = φ0 + ∑
10

1
βkprek + ∑

3

1
ρmpostm + λX it + γi + εt + υ j + ωd + μitjd (3)

在回归分析中, 本文以 current =1, 即低碳城市试点设立当年作为基准期。 prek = 1
表示当前年份是企业 i 所在城市设立低碳试点前第 k 年, postm =1 表示当前年份是企业 i
所在城市设立低碳试点后第 m 年。 本文中 k 的取值范围是 [1, 10], m 的取值范围是

[1, 3]。 βk 为本部分关注的核心回归参数, 若 βk 不显著异于 0, 则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平行趋势检验图如图 1 所示①。 低碳城市试点设立之前的变量在统计上都是不

显著的, 说明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施之前的出口国内附加值

率不存在随年份变动的差异, 即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同时, 考虑到城市等级不同可

能会导致企业所处外部环境 (如资源禀赋、 制度安排和地方立法等) 存在差异,
并对平行趋势检验产生影响, 因此本文在 266 个样本城市的基础上依次剔除直辖市

和省会城市后重新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回归结果仍然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并且政策

实施后第 1—3 年的变量都是显著为正的, 这也说明低碳城市试点建设后至少三年

内都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图

2. PSM-DID
本文分别基于半径匹配、 核匹配以及近邻匹配方法对处理组进行逐年倾向得分

匹配, 并对经过匹配后的新样本运用模型 (1) 进行回归。 结果显示②, 变量 di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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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回归结果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结果查询同上。



的系数仍然是统计显著的, 证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3. 安慰剂检验

本文进行了如下安慰剂检验: (1) 随机化处理组与控制组。 将原来设立低碳

试点城市的企业视为新的控制组, 保持两批试点的设立时间不变。 如果在 t 年有 n
个城市被设立为试点城市, 那么从 t 年及之前没有设立过低碳试点的城市中随机抽

取 n 个城市作为新的政策冲击城市。 在此基础上利用新样本进行渐进双重差分回归

检验以完成 1 次安慰剂检验, 将该过程重复 1000 次后得到 1000 个 didit 的估计系

数, 估计结果如图 2 所示: didit 系数的均值为-0. 007, 与表 2 基准模型估计的 didit

系数相差较大, 说明低碳试点政策对于没有设立试点城市的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

率并没有正向带动效应。 (2) 随机提前城市低碳试点设立时间。 假定设立低碳试

点的城市不变 (即处理组企业不变), 如果真实情况下城市 j在 t年被设立为试点城

市, 那么从 [2002, t-1] 的时间区间内随机抽取 1 年作为城市 j 的受冲击时间。
在此基础上利用新样本进行渐进双重差分回归检验以完成 1 次安慰剂检验, 将该过

程重复 1000 次后得到 1000 个 didit 的估计系数, 估计结果如图 3 所示, didit 系数的

均值为 0. 006, 说明随机提前低碳城市试点设立时间后 didit 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

正向带动作用明显减弱, 从反事实角度证明了城市低碳治理确实能使企业出口国内

附加值率得到提升。

 

图 2　 随机化处理组的安慰剂检验

 

图 3　 随机提前政策时间的安慰剂检验

4. 传统 DID 估计

考虑到城市低碳治理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 即存在第二

批试点政策的绩效在样本期内难以体现的可能性, 因此本部分仅考虑 2010 年实施

的第一批低碳试点政策, 用传统 DID 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具体样本选取和 didit

设定采用三种不同方法: (1) 将 2012 年设立低碳试点的城市的所有企业从样本中

剔除, 剩余样本中, 若企业所在城市于 2010 年设立低碳试点, 则该企业 2010 年及

之后的 didit 取值为 1, 否则为 0; (2) 保留原始样本, 将 2012 年设立低碳试点的

城市的所有企业视为控制组, 仅将 2010 年设立低碳试点的城市的企业视为处理组;
(3) 剔除第二批低碳试点设立当年及之后年份的所有样本, 即利用 2002—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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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 若企业所在城市于 2010 年设立低碳试点, 则该企业 2010 年及之后的 didit 取

值为 1, 否则为 0。 实证回归结果如表 3 第 (1) — (3) 列所示, 在仅考虑第一批

低碳试点的政策效果时, didit 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说明城市低碳治理确实能

提高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5. 其他稳健性检验

(1) 控制其他形式的固定效应。 在控制企业、 年份、 城市和行业固定效应的

基础上, 表 3 第 (4) 列控制了行业与年份交互固定效应。 (2) 表 3 第 (5) 列是

聚类到省份层面的回归结果。 (3) 修正离群值。 对被解释变量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进行前后 5%的离群值剔除处理, 表 3 第 (6) 列显示了相应回归结果。 总体而言,
变量 didit 的系数都是显著为正的。

表 3　 传统 DID估计及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

项目
(1) (2) (3) (4) (5) (6)
dvarit dvarit dvarit dvarit dvarit dvarit

didit
0. 0185∗∗∗ 0. 0138∗∗∗ 0. 0118∗∗∗ 0. 0084∗∗ 0. 0106∗∗ 0. 0085∗∗∗

(0. 0046) (0. 0043) (0. 0037) (0. 0033) (0. 0044) (0. 002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样本量 128
 

797 189
 

261 149
 

203 189
 

261 189
 

261 170
 

232

R2 0. 101 0. 098 0. 094 0. 108 0. 098 0. 097

(三) 异质性检验

本文分别从企业登记注册类型、 企业贸易类型、 是否为港口城市企业、 是否为

污染型行业企业方面进行异质性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1. 企业登记注册类型。 根据登记注册类型的不同, 将样本企业分为国有、 民

营和外资企业, 并构造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虚拟变量 pveit、 foeit, 将其分别与

didit 的交乘项加入基准模型中进行异质性检验。 第 (1) 列结果显示, 对于国有企

业而言, 城市低碳治理会抑制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 而在民营和外资企业

中, 低碳治理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对此可能的解释是, 国

有企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承担重要责任, 更多地享受税收减免、 财政补贴等优惠政

策, 受到的来自各方面的环境规制相对较弱。 韩超和桑瑞聪 (2018) [42] 研究发现

国有企业能通过自身的政治势力降低来自环境规制的压力, 并且国有企业中许多是

经营石油、 机械、 化工等业务的传统重工业企业, 这也导致其存在更强的路径依

赖, 在短期内进行低碳转型的难度较大。 而非国有企业面临低碳治理带来的发展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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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需要更大程度地对自身生产经营进行调整以适应市场的发展。 同时这也从侧面

反映出我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必要性。
2. 企业贸易类型。 根据贸易类型的不同, 将样本企业分为加工贸易企业和非

加工贸易企业, 并构造非加工贸易企业的虚拟变量 nptit。 第 (2) 列结果显示 didit

和交乘项系数都显著为正, 说明相比于加工贸易企业, 城市低碳治理能更大程度地

促进非加工贸易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 加工贸易是对进口原材料或中间品

进行加工装配再出口的贸易方式, 其本身就是利用廉价劳动力依附价值链的一个低

附加值环节, 主动吸收低碳治理正外部性的能力和需求较弱, 且附加值提升空间

有限。

表 4　 异质性检验

项目
(1) (2) (3) (4)
dvarit dvarit dvarit dvarit

didit
-0. 0104∗ 0. 0085∗∗ -0. 0040 0. 0088∗∗

(0. 0057) (0. 0036) (0. 0046) (0. 0036)

didit×pveit
0. 0227∗∗∗

(0. 0051)

didit×foeit
0. 0229∗∗∗

(0. 0062)

didit×nptit
0. 0144∗∗∗

(0. 0055)

didv×port jt
0. 0164∗∗∗

(0. 0057)

didit×poldt
0. 0079∗∗∗

(0. 002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89
 

261 189
 

261 189
 

261 189
 

261

R2 0. 098 0. 098 0. 098 0. 098

3. 是否为港口城市企业。 将样本企业分为港口城市企业和非港口城市企业,
并构造港口城市企业的虚拟变量 port jt。 第 (3) 列结果显示, didit 系数不显著, 而

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城市低碳治理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效应在港

口城市中更显著。 港口城市多分布着已处于转型升级中后期的产业, 有助于其通过

碳减排和节约能耗等方式进行更深入的生产调整, 并且港口城市企业的地理位置优

势及交通便利条件使其更容易进入国外高收入市场, 从而利用低碳转型带来的机遇

将其具有比较优势的节能产品投入到海外市场, 通过附加成本降低和规模经济的双

重效应促进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
4. 是否为污染型行业企业。 借鉴史贝贝等 (2019) [43] 对污染型行业的划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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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将样本企业分为污染型行业企业和清洁型行业企业, 并构造污染型行业企业的

虚拟变量 poldt①。 第 (4) 列结果显示, didit 和交乘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相

比于清洁型行业的企业, 城市低碳治理对于污染型行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

升作用更大。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出台后, 大多数试点城市对于高碳排放行业实行强

制性的要求, 如淘汰高耗能产业中的落后产能、 对高污染行业新建项目的批准实行

更高的准入门槛等, 而对碳排放量较低的行业多采用鼓励性政策, 如推广绿色能源

运输工具等, 这反映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针对的主要是高碳排放行业。 面对更加严

格的环境规制, 高碳排放行业的企业为了自身生存与发展不得不进行生产经营的转

型升级 (Shen
 

et
 

al. , 2019) [44] 。 所以, 相比较而言, 城市低碳治理能更大程度地

促进污染型行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

五、 影响机制检验

(一) 能源利用效率途径机制检验

本文借鉴 Beck
 

等 (2010) 和曹清峰 (2020) [45] 的思路对能源利用效率机制

进行检验。 由于规模报酬递增与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的存在, 对于初始能源利用效率

较低的城市, “路径依赖” 会使得该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长期受限, 从而不利于该

城市内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 如果城市低碳治理能通过影响城市能源利用

效率来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影响, 那么低碳试点政策实施后, 试点设立前

初始能源利用效率较低的城市往往能获得更大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效应。 利用

该思路, 本文构建如下模型对机制 1 进行检验:
dvarit = σ0 + σ1didit + σ2didit × EE0i + λX it + γi + εt + υ j + ωd + μitjd

 (4)
在基准模型 (1) 的基础上引入衡量城市低碳试点设立之前初始能源利用效率

的变量 EE0i , 用所有低碳试点设立之前的能源利用效率来衡量 (样本中低碳城市

试点最早设立于 2010 年)。 其中, 城市能源利用效率用城市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费量

之比来计算, 城市能源消费量借鉴史丹和李少林 (2020) [46] 的方法计算, 能源利

用效率越高说明单位能源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越多。 为验证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分

别使用了城市 2009 年、 2008 年以及 2002—2009 年平均能源利用效率 EE2009i 、
EE2008i 和 aveEE i 来作为城市初始能源利用效率的衡量指标, 回归结果如表 5 所

示。 交互项 didit × EE0i 始终显著为负, 并且在初始能源利用效率 EE0i 不同分位数

水平上, 随着初始能源利用效率的增加, 变量 didit 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总提升

作用在不断下降。 所以, 城市低碳治理对于初始能源效率较低城市的企业有更大的

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效应, 也就是说, 低碳治理能通过改善较低的城市初始能源

利用效率来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证实了假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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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污染型行业包括: 金属制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化学

纤维制造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橡胶和塑料

制品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其余行业为清洁型行业。



表 5　 能源利用效率途径机制检验

项目
(1) (2) (3)
dvarit dvarit dvarit

didit
0. 0213∗∗∗ 0. 0210∗∗∗ 0. 0198∗∗∗

(0. 0053) (0. 0053) (0. 0057)

didit×EE2009i
-0. 0065∗∗∗

(0. 0022)

didit×EE2008i
-0. 0066∗∗∗

(0. 0022)

didit×aveEEi
-0. 0070∗∗

(0. 0032)

EE0i
 25%分位数处结果 0. 0139∗∗∗ 0. 0140∗∗∗ 0. 0134∗∗∗

(0. 0036) (0. 0037) (0. 0037)

EE0i
 50%分位数处结果 0. 0119∗∗∗ 0. 0118∗∗∗ 0. 0111∗∗∗

(0. 0033) (0. 0033) (0. 0033)

EE0i
 75%分位数处结果 0. 0079∗∗ 0. 0082∗∗ 0. 0082∗∗

(0. 0032) (0. 0031) (0. 003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165
 

217 165
 

270 164
 

374

R2 0. 774 0. 774 0. 774

(二) 研发创新途径机制检验

对于研发创新水平较差的城市, 长期形成的 “锁定效应” 会使得该城市企业

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长期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 如果城市低碳治理能通过影响城市

研发创新水平来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影响, 在动态多重均衡条件下, 低碳

试点政策的实施会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实现其从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的移

动, 并且低碳试点政策实施后, 试点设立前初始创新水平较差的城市往往实现更大

的均衡改善效果, 从而能获得更大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效应。 因此, 本文构建

如下模型进行机制 2 的检验:
dvarit = ζ0 + ζ1didit + ζ2didit × lncreat0i + λX it + γi + εt + υ j + ωd + μitjd

 (5)
式 (5) 在基准模型 (1) 的基础上引入衡量城市低碳试点设立之前初始研发

创新水平的变量 lncreat0i , 用所有低碳试点设立之前的城市专利授权量来衡量。 为

验证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分别使用了城市 2009 年、 2008 年以及 2002—2009 年平均

专利授权量的对数 lncreat2009i 、 lncreat2008i 和 lnavecreati 来作为城市初始研发创

新水平的衡量指标, 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交互项 didit ×lncreat0i 始终显著为负,
并且在初始研发创新水平 lncreat0i 的不同分位数水平上, 随着初始创新水平的提

高, 变量 didit 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总带动效应不断下降。 也就是说, 城市低碳

治理对初始研发创新水平较低城市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带动作用更大, 即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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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治理能通过提升城市研发创新水平这一渠道来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

升, 证实了假说 2。

表 6　 研发创新途径机制检验

项目
(1) (2) (3)
dvarit dvarit dvarit

didit
0. 0481∗∗∗ 0. 0505∗∗∗ 0. 0543∗∗∗

(0. 0170) (0. 0180) (0. 0183)

didit×lncreat2009i
-0. 0042∗∗

(0. 0020)

didit×lncreat2008i
-0. 0046∗∗

(0. 0022)

didit×lnavecreati
-0. 0053∗∗

(0. 0023)

lncreat0i
 25%分位数处结果 0. 0140∗∗∗ 0. 0145∗∗∗ 0. 0146∗∗∗

(0. 0033) (0. 0033) (0. 0033)

lncreat0i
 50%分位数处结果 0. 0096∗∗∗ 0. 0097∗∗∗ 0. 0101∗∗∗

(0. 0036) (0. 0036) (0. 0035)

lncreat0i
 75%分位数处结果

0. 0058 0. 0055 0. 0055
(0. 0047) (0. 0048) (0. 004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165
 

423 165
 

476 164
 

580

R2 0. 774 0. 774 0. 774

(三) 资源配置优化的中介效应

为检验城市低碳治理是否能通过改善地区资源错配程度的中介渠道来间接促进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 本文利用中介机制思路构建如下模型:
mismatch jt = σ0 + σ1did jt + λX′jt + εt + υ j + μ jt (6)

dvarit = θ0 + θ1didit + θ2mismatch jt + λX it + γi + εt + υ j + ωd + μitjd
 (7)

其中, mismatch jt 表示 j 城市 t 年的资源错配程度, 借鉴聂辉华和贾瑞雪

(2011) [47] 的衡量方法, 用生产率离散度, 即各城市 90%分位企业与 10%分位企

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之比作为城市资源错配程度的衡量指标 mismatch1 jt ;
 

为保证结果

的稳健性, 本文还同时采用了城市 80%分位与 20%分位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之比

mismatch2 jt 。 如果地区内资源可以自由流动, 那么要素倾向于流向生产率更高的企

业, 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则会被市场所淘汰, 直到各企业的生产率都处于同一水平后

市场达到均衡状态。 所以, 高分位数与低分位数企业间生产率差距越大意味着资源

错配程度越高。 X′jt 为一系列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表 7 为该检验回归结果, 第 (1)
列和第 (3) 列分别是 mismatch1 jt 和 mismatch2 jt 作为资源错配衡量指标时模型 (6)
的回归结果, 第 (2) 列和第 (4) 列分别是对应的模型 (7) 的回归结果,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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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 σ1 和 θ2 显著为负, θ1 显著为正, 说明城市低碳治理确实能通过资源配置优化

的中介效应来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 证实了假说 3①。

表 7　 资源配置优化途径机制检验

项目
(1) (2) (3) (4)

mismatch1 jt dvarit mismatch2 jt dvarit

didit
-0. 1005∗ 0. 0106∗∗∗ -0. 1827∗ 0. 0105∗∗∗

(0. 0518) (0. 0035) (0. 0973) (0. 0035)

mismatch1 jt
-0. 0062∗

(0. 0034)

mismatch2 jt
-0. 0019∗

(0. 001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样本量 2
 

314 165
 

637 2
 

314 165
 

637

R2 0. 212 0. 774 0. 525 0. 774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 2002—2013 年中工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 以低碳城市试点

政策为拟自然实验, 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城市低碳治理对企业出口国

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城市低碳治理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

值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且该结果通过了平行趋势、 PSM-DID、 安慰剂等一系列

稳健性检验, 说明城市低碳治理在改善环境状况的同时能对企业发展起到正向带动

作用, 且该正向效应在试点设立后至少 3 年内都存在; 第二, 异质性检验表明, 城

市低碳治理对于非国有企业、 非加工贸易企业、 港口城市企业和污染型行业企业有

更强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作用; 第三, 机制检验表明, 低碳治理能通过改变城

市初始不利的能源利用效率、 提升研发创新水平以及优化地区资源配置的渠道促进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
基于以上研究, 本文提出如下启示: 第一, 坚持推进环境低碳治理。 环境规制

实施的一个阻碍条件是政府担心环境治理会成为企业的负担, 进而抑制企业的发展

和整个社会的进步。 本文经理论和实证验证了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代表的环境治

理不但不会阻碍企业发展, 还会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和国际竞争力起到显著的

促进作用。 所以, 在我国环境治理初显成效但环境质量仍然有待提升的情况下, 政

府应全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继续推进各地环境低碳治理, 在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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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防止遗漏变量问题, 作者将三条机制放在同一模型中进行检验, 结果显示本文影响机制都是成立的,
如有需要查询同前。



的同时, 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消费模式和产业体系, 尽快实现 “碳达峰” 和

“碳中和”, 从而促进绿色可持续性发展模式的实现。 第二,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

高污染行业转型。 政府应逐步减少对国有企业的优惠性保护政策, 打造市场化程度

更高的公平竞争环境, 同时帮助国有企业进行逐步的低碳转型, 使国有企业同样程

度地受到环保政策的规制, 进而提升其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推进高污染行业绿色转

型是低碳规制的主要任务, 我国污染型行业还有较大的降碳空间, 政府应加大对污

染型行业转型的支持力度, 改变污染型行业对传统高碳技术的路径依赖, 以此提升

产业的绿色技术水平和企业的出口附加值。 同时, 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要充分考虑

企业、 行业、 地区的异质性特征, 通过有针对性的规制, 最大程度地实现环保和经

济的兼顾。 第三, 持续推进企业研发创新。 高创新水平企业能更好地将环境规制压

力转化为转型发展动力, 以研发创新成果抵消污染治理成本, 所以各地政府应注重

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和激励机制加强企业创新能力的培养, 企业也应抓住环境规制

带来的发展契机, 通过绿色高技术产品的研发生产获得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和定

价权, 从而同时实现绿色发展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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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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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Low-carbon
 

Governance
 

on
 

Enterprises
 

Domestic
 

Value-added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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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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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ing
 

the
 

low-carbon
 

economy
 

is
 

importan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arbon
 

Emissi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ur-
ban

 

low-carbon
 

governance
 

on
 

enterprises
 

domestic
 

value-added
 

rate
 

with
 

difference-in-
differences

 

model
 

by
 

using
 

the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atabase
 

and
 

China
 

Customs
 

Database
 

from
 

2002
 

to
 

2013.
 

The
 

results
 

show
 

that
 

urban
 

low-carbon
 

governance
 

is
 

benefi-
cial

 

to
 

enterprises
 

domestic
 

value-added
 

rate.
 

This
 

result
 

is
 

robust
 

by
 

using
 

tests
 

of
 

paral-
lel

 

trend,
 

PSM-DID
 

and
 

placebo.
 

Low-carbon
 

governance
 

strongly
 

improves
 

domestic
 

val-
ue-added

 

rate
 

of
 

non-state-owned,
 

non-processing
 

trade,
 

port
 

cities
 

and
 

pollution-oriented
 

enterprises.
 

Low-carbon
 

governance
 

improves
 

enterprises
 

domestic
 

value-added
 

rate
 

by
 

improving
 

initial
 

energy
 

efficiency,
 

innovation
 

level
 

of
 

cities,
 

and
 

also
 

optimizing
 

regional
 

resource
 

allocation.
 

These
 

conclusions
 

support
 

practical
 

experiences
 

to
 

achieve
 

the
 

win-
win

 

situa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GVC
 

status
 

under
 

the
 

goal
 

of
 

“Carbon
 

Emissi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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